[image: image1.png]



   
「擁抱人類共通價值：共創二十一世紀的安定與繁榮」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訪台演講文稿    2005年2月27日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主持人對我的介紹，以及現場各位熱情的歡迎。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女士，我非常高興可以再度回到此地。在1979年到1988年間，當我還是個年輕的州長時，我曾四度拜訪台灣。此後我一直關注這個寶島的變化，關注你們驚人的經濟成長及政治發展，也對你們民主的發展深感欣賞及敬佩。

 

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成立是為了推展民主，不僅限於台灣內部，也廣及世界各地。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在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年中極力推動的志業。如果可以，今晚我希望將台灣民主的發展，放到整個21世紀世界局勢的脈絡中來分析，並且提出一些建議，讓貴基金會能夠超越國界，達成推展民主的使命。

 

眾所皆知，我們在90年代目睹了經濟全球化的驚人成長。我們越來越仰賴國際貿易及投資，在資訊科技產業上也有驚人的發展。人類開始在科學與技術上進行前所未有的合作。由於驚人且前所未有的國際科學合作的成果，在我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中，我得以宣布人類基因定序的成功。此外，人類也經由國際合作，在天空中設置了一個太空站。

 

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例子，來說明人類的成就。但有兩件發生在90年代的大事，通常受到媒體的忽略，卻對民主發展特別地重要。第一，在九O年代期間，半數的全球人口，得以經由自由選舉，產生他們的政府，這是我們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第二，經由現在所通稱的NGO(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世界各地公民社會急遽地擴張。不論是在富裕國家或貧困國家，社團組織提供了人們一個機會，使他們做為自由的人，能夠集結人民力量，來改善他們所關切的特定人們的生活。

 

我相信，二十一世紀可以以一個字眼來做最好的概括；但這個字不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因為「全球化」對大多數人而言僅止於經濟之涵義。我相信更好的字眼是「互賴」（interdependence）。因為「互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甚至也可以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雙重意涵。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不能脫離彼此而生活。在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到一個震撼性的負面「互賴」，當「基地」（Al Qaeda）恐怖份子利用全球互賴所提供的國界開放，和旅遊、移民、取得資訊及高科技等的便利，殺害了三千名來自七十個國家的美國居民，其中兩百名喪生者也是回教徒。

 

然而，在911的餘波中，我也看見了正面的全球互賴。我與我太太希拉蕊柯林頓，現任的紐約州參議員，一齊拜訪曼哈頓地區的一所小學。那裡的孩子們因為這次恐怖攻擊，而被迫離開他們原有的教室。這所學校總計有600名孩童，來自80個不同種族在此就學，他們之中許多人有親人罹難。當我在人群行列中，試圖去安慰那些失去親人的人時，我見到一名足足高了我一個頭的高大男人，他的眼裡含著淚光。當我詢問他是否也失去了他的親人時，他回答說沒有，他只是來到這裡表達他的哀慟。而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所說的話-- 他說，「我是個埃及人，是個回教徒，也是個美國人。我害怕我的美國同胞們會因為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而不再相信我。我比你們更加地憎恨恐怖份子。」

 

他是一個正面國際互賴的例子。在我的總統任內，我們目睹了中東七年的和平進展，然而之後的四年，取代的則是分崩離析的衝突景象。四年的衝突中，被恐怖份子所殺害的以色列人之數目，超過了我八年總統任期內的四倍之多。但在衝突激烈的幾年內，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的互賴並沒有比和平時為低。只不過二者從正面的互賴，轉變成負面的互賴。如您所想像，儘管我已經不再身為總統，我依然密切關注著中國與台灣及其雙邊關係的發展。數週前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令人驚異的文章，指出了兩岸間經濟往來爆炸性的增加，也提到目前在中國大陸有超過千萬的中國人民，在台灣人所經營的公司上班。我也注意到最近兩岸間有直航客機的往來。因此我觀察到，在政治差異的面向上，台海兩岸有持續性的負面緊張，而在經濟與個人面向上，則有正面的接觸。

 

這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答案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無法脫離其他人而生存。中國與台灣、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科索沃及波士尼亞的不同族群、斯里蘭卡的塔米爾族及佛教徒、泰國的伊斯蘭教徒和印尼亞齊省的分離份子，他們與兩國的主要政府的關係。所有我們所目睹的這些在國際間發生的事情，不論是正面或負面，都在在提醒我們：我們無法離開他人而存在。因此我相信，21世紀的重大挑戰在於，從一個互賴但不穩定的世界，進展到一個我們能共同分享的更緊密結合的全球社群。我們分享責任、利益，也共享基本價值觀。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也都擁有機會。每個人在社會中都須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競爭是好的，但經由合作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之間的差異是重要的，那會使我們的生活更有趣；然而差異絕對不比人類價值的共同性更為重要。

 

我們該如何從一個互賴的世界（interdependent world），進展到一個更為整合的世界（integrated world）？我提出五項建議。首先，我們必須抵抗那些與整合社會為敵的人，我們必須減少恐怖主義、戰爭、以及大規模毀滅武器（WMD）的威脅。第二，我們應該藉由將全球化的利益帶給地球上另一半尚未因全球化而受益的人們，在世界上建立更多的夥伴而非更多的敵人。

 

當我今晚在台北街道上，驅車前往演講會場的途中，我回想著超過25年前我初次來訪的那些經驗，想著這個城市是如何地改變，想著台灣為數不多的人口，卻創造了高達三千億的外匯存底，以及足以支撐世界經濟的公司，以及充滿活力的政治、教育、及經濟體制。這幾乎讓人難以聯想，此時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民，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兩塊美金；有上億人民今晚入睡時是餓著肚子的；地球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民沒有乾淨的水源，四分之一的人民在今年將死於各種天然及人為的災害，他們會死於愛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痢疾所引起的感染。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兒童，而他們終其一生從未喝過一杯乾淨的水。數以千萬的孩童每年死於完全可以避免的兒童疾病。更有一億三千萬的孩子從未上過學。

 

我們必須將他們帶到這個體系內，這個對你們、對整個亞洲、對美國有如此助益的體系。有許多是我們可以做的。我們知道將全世界的孩童送進學校並不會花費太多錢，而那也可以使他們在未來不需要從事他們的父母輩所曾經從事的苦力工作。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在對抗全球暖化的同時加速許多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發展出一套奠基於太陽能、風力、能源保存技術，及其他我們目前已知能源選擇的全新能源經濟。有高達一兆的乾淨能源及能源保存技術的市場等待開發，這將可以使那些極度貧窮的國家，在經濟上的發展更為快速。

 

第三件我們該做的事情，是在各個層級建立分享及合作的機構。全球性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可以透過如歐洲聯盟（EU）、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東南亞國協（ASEAN）或其他正在全球形成的區域性組織，將其力量用來支持區域的合作；也可經由幫助新興民主國家不只進行誠實的選舉，且要有誠實且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來支持國家間的合作。以下是我認為台灣民主基金會可以有重大貢獻的地方。

 

至今我已花了許多時間關注前蘇維埃聯邦的共和國，我將至其中兩個國家推展我的第八個計畫。還有加勒比海國家，他們在地理上就在美國的後門，但相對上仍非常貧窮，也有嚴重的愛滋病問題。我常前往拉丁美洲，那裡的每人國民所得驚人地低。我也關注非洲，那裡大部分的國家有嚴重的愛滋病問題，且他們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一塊美金。

 

在這些我前往的國家裡，總是會有一個贏得了公平選舉的民選總統。但常常發生的情況是，這些贏得公平選舉的總統，可以坐在辦公室裡發號施令，卻沒有任何事情會真的實現。經常會有剛剛通過改選的國會，通過了新的法律但卻沒有任何事情實現。因為他們缺乏有組織的機構來貫徹這些法律及總統與首相的命令。他們的行政體系沒有制度性的能力，來把那些表現在選舉中的人類自由的益處，轉化到那些投下選票的人民身上。這是其中一個在21世紀被嚴重忽略的問題，因此我決定在我未來的人生中，花大量的時間來努力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從未成為頭條新聞，它也不如解決如何通過透明立法、財產權法案，或為某個部門建立行政組織來得有趣，但除非你擁有一個能運作的政府，否則人民會對民主失去信心。

 

我隸屬一個由國家前首領及現任首領所共同組成的「馬德里社」（Club of Madrid），幾年前，我們舉辦一個會議時，當時並不確定有多少人會參加，基本上，這個會議是有關建立民主政府的效率。這並不是一個煽動性的題目，也不是一個爭議性的題目，我們被一大群新興民主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包圍，他們誠摯地向我們表示仍有人經歷過長期迫害，所以這些人渴望能有選舉，然而他們無法做到什麼，因為他們沒有這種機制來推展公共利益之議題。所以這是一件我認為貴基金會或許應該重視的事情，因為你們的組織所擁有的實踐力是令人稱道的。

 

最後，我想我們必須強化全球非政府組織運動的力量。主持人提到我現在從事海嘯災區的工作，一件有關我的工作之最有趣的事是我必須統籌所有由災區政府、國際組織、國家援助機構如美國國際發展援助總署（USAID），以及數以百計來自全球的非政府組織等機構，所正在進行的救援工作。當然，有這麼多的機構在從事救援，是一件好事。我們必須減低國際互賴所帶來的威脅，讓這個世界有更多夥伴、更少敵人，增加各機構彼此之間的合作。

 

第四件我們需要做的事是，尋找合作的具體方法。在剛剛對我的介紹中，主持人提到我曾經提醒大家，我希望看到一個能夠處理中國及台灣之間歧異的和平解決方案，一個台灣海峽兩岸人民都能夠同意的方案。每當一個新的工廠開張，一項新的投資開始，一個人得到新的工作，這些以往沒有工作，或自己不曾開業的人，他們的人生就迸發出一些新的希望。當人們有希望的時候，你就離和平解決方案越來越近，而離武力衝突越來越遠。

 

我在從事海嘯救災想做的事情之一，是讓人們持續以正面的態度從事其工作。在災情最嚴重的印尼蘇門達臘北部，已經埋葬了十萬名受害者，同時還有十四萬名的失蹤人口。這些地區曾經有過慘烈的分離主義運動。在此次亞奇省首府和所有這些漁村的慘重災情後，我去一個曾經有六千五百名居民的漁村，現在只剩下一千名生還者。經歷這次的災難後，人們將他們的政治歧見擱置一邊，開始著手重建家園。印尼總統設立了一個包括要求獨立的反對人士的委員會，一起決定重建的需要花費，一起決定重建事項的優先順序。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嚮往，有一些建設性的工作要做。我相信如果我們能這樣的合作程序，在重建工作所需要的未來三至五年裡持續運作，將來政府與分離主義人士可能會找出一個能夠解決過去政治歧見的方案。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印度沿海的斯里蘭卡島。斯里蘭卡的首府可倫坡，大致上是在島的西南部。海嘯的災難最主要開始於南部一個稱為迦爾的地方，我們許多人透過電視畫面，目睹一整列載滿人的火車被海浪掃進海裡又擲回陸地上，少數的生還者，爬出列車車廂的破口並抓住建築物屋頂才倖免於難。災害沿著斯里蘭卡東部的海岸直到北部區域。在斯里蘭卡的北邊，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區域是由印度塔米爾族所控制，而塔米爾族與斯里蘭卡之間，曾有極為嚴重的對立。數以千計的人民在內戰中喪生。他們已有三年的停火，殺戮也漸漸地減少，但過去幾年間沒有真正嚴肅的對談展開。然而現在他們攜手合作重建這個區域，他們一同作出決定：關於如何使用援助的金額、援助品該如何處理、什麼該做以及做的順序如何？如果我們可以使他們在未來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都持續這樣合作下去，那麼該區域的重建必然可以完成，甚至他們可以找到對於長期對立的解決之道。
 

在中東地區，我們有對於和平的新希望。以色列選出了一個聯合政府、巴勒斯坦區域也展開了新的選舉；但比起十二年前我開始處理以巴問題時，現在巴勒斯坦的人口更多、更貧窮、問題更多，人口也更年輕化。這些年輕人需要一些事情可做，當他們處理政治議題時也需要處理跟以色列人的關係。布希總統已向國會提出三億五千萬的援助提案，但我認為大概十億元左右會是一個好的第一步，畢竟那並不是很大的一筆錢。我們可以重新建立巴勒斯坦的經濟，使之達到其領土被封鎖而無法進入以色列謀生之前的水準。
 

相對地，美國已經在伊拉克投入兩千億美元，因此只要花百分之一的經費，我們所推動的各項計畫就更有可能成功，因為人們就可以從事許多正面的事物，這些事物都是在座各位已經享有的，包括穩定的工作、創業機會、投資等。巴勒斯坦人失去得太多太多了，但是身居海外的巴勒斯坦人處境並非和留在祖國境內的一樣楚楚可憐，他們控制了智利的花卉貿易，而且是厄瓜多個人所得最高的族群，甚至在我還在白宮時，還有一位巴勒斯坦人擔任總統，而美國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也相當多，他們要不是百萬富翁就是大學教授，只有留在巴勒斯坦境內的巴勒斯坦人才面臨到貧窮，如果這些巴勒斯坦人也都有機會接觸到以上這些正面的事物，他們的生活將會大有不同，誠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參與的海嘯賑災就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一點。人類自從五千萬至一億年前於非洲大陸崛起以來，整個發展的歷史都在決定，到底應該為共通的人類價值而努力，抑或為歧見、差異而浴血奮戰。原始的人類剛離開山洞，形成各自的家族、進而彼此接觸時，到底會彼此爭鬥還是合作呢？一般來說，他們除非找到合作的基礎，要不然就是不斷地交戰。人類的歷史不斷展開層面更寬廣的合作，但是也製造出愈來愈危險的武器。在二十世紀，人類進行前所未見的合作，也擁有前所未見的屠殺工具。二十世紀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也使用了原子彈。在許多國家境內還發生種族屠殺。雖然人類在二十世紀比以前更了解合作所能帶來的利益，但也僅是僥倖的逃過滅種的命運。

 

現在，儘管面臨恐怖威脅、儘管面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整體而言，我們的世界比以前更美好。冷戰己經結束。沒有任何國家認為某個國家會以核武攻擊另一個國家，並發動足以造成毀滅世界的戰爭。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能運用智慧去打造一個整合社群的全球體系（a global system of integrated communities）。我們不假裝人和人之間沒有相異之處。如果我們假裝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所有的進步都將停滯，因為再也不需要辯論。民主政體之所以是生存力最強的政體，就是因為民主鼓勵辯論。身處政府體系中的我們不見得喜歡辯論。尤其如果我們辯輸了，就更不喜歡辯論。辯論時，我贏過也輸過。我喜歡贏的滋味遠勝過輸的感受。但我非常相信，辯論可以讓我們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解決問題的方案或向前進步的較好方法。我們現在就擁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相信我們應該要把握這個機會。

 

但是，在我們相信民主的同時，也必須相信雖然我們的相異之處非常重要，我們共通的人性價值更為重要。然而，要人們達成這個認知，是非常非常困難的。現代印度之父甘地，在七十八歲時遭到謀殺。謀殺他的人不是爭取喀什米爾自印度獨立的回教徒，而是他的印度教徒。謀殺他的印度教徒認為甘地不是一個好的印度教徒，因為甘地希望締造一個融合了回教、錫克教、耆那教、猶太教、基督教及各個宗教的印度。我總統任內最黑暗的一天，就是我的摯友拉賓總理遭刺殺的那天。這位前以色列總理終身為以色列奉獻，刺殺他的不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而是一位年輕的猶太人，該名刺客認為拉賓既對不起以色列也對不起猶太教，因為拉賓希望巴勒斯坦可以重建祖國，在和平、安定、繁榮的環境下，養育下一代並和以色列合作。但這麼一來，以免列人就必須放棄約旦河西岸並在未來讓出部份土地。我另外一位好友，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幾天前於貝魯特的炸彈攻擊中喪生，讓人聯想起七十年代可怕的內戰。才不過一個禮拜前，我們暢談了一個半小時，提到了他的夢想，希望為黎巴嫩及中東帶來和平。殺害他的並不是以色列人，而是阿拉伯人。這群人要的是分裂、對抗、死亡及破壞。

 

當然，知易行難。不過，我相當確信一點，這一點在台灣身上可以獲得佐證：人民可以從事的正面事務愈多，起床時有愈多值得期待的事物，他們就愈不可能進行破壞，而且更有可能帶著自己的族群、國家，甚至全世界，創造更美好的明天。我在此重申，我非常高興再度拜訪台灣，在此恭賀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所有成就，也希望透過基金會的努力，各位也能夠協助其他國家追求自由及民主。這些國家雖然熱愛民主及自由，但卻沒有各位所享有的繁榮經濟以及完善的制度可以圓夢。台灣要幫助他們，因為我們必須要維護共通的人性價值，才能夠從目前僅止於「互賴」的全球體系，邁向一個真正的全球社群。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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